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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企业家特征如何影响社会创业活跃度？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

张启迪,  俞睿骁,  苏中锋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 社会创业受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的共同影响。本文整合关于制度与企业家特

征的五个前因条件（政府行动主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创业教育、自我效能、失败恐惧），利用

40个国家样本数据，应用fsQCA方法探究相关因素对社会创业活跃度的联动影响。结果表明：

（1）单个前因条件无法成为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社会创业需要五个前因条件

联动匹配；（2）高社会创业活跃度有三种驱动路径：规制缺乏下的规范——自我效能驱动型、

规制缺乏下的认知——自我效能驱动型和规制支持下的认知——失败恐惧驱动型；（3）非高

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路径有两种，且与高社会创业活跃度路径存在因果非对称关系。本文突

破了以往研究仅关注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对社会创业独立影响的局限，有助于深入认识社

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要素和路径，更好地解释国家间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差异，并为政府部门提

升社会创业活跃度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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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社会创业是以商业化形式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的创业活动，其“以创新的、可持续

的方式探索和开发满足社会需求的机会”（刘志阳和庄欣荷，2018；彭伟等，2022a）。全球实践表

明，社会创业在减少贫困、降低不平等、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Haugh等，

2022）。在我国，社会创业也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生态文明等重大社会问题密切相关，能为实

现“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徐虹等，2020）。然而，我国社会创业活跃度仍处于较低水平。例

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22》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我国社会组织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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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逐年下降，社会创业活跃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021年底，全国社会组织有90.2万个，相

比2020年仅增长0.9%，而同年市场主体增速为15.4%。因此，如何提升我国社会创业活跃度，成

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彭伟等，2022a）。
国际创业比较研究（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通过关注导致各国创业活

动存在差异的原因（Terjesen等，2016；马鸿佳等，2016），发现制度要素（如政府政策、政府行动

主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社会信任、创业教育等）及企业家特征（如亲社会动机、自我效能、可

持续性导向、失败恐惧等）都对社会创业有重要的影响（刘志阳和庄欣荷，2018；胡望斌等，

2020）。现有研究丰富了对影响社会创业活跃度因素的认识，但仍存在拓展空间。第一，现有研

究或关注制度要素的影响，或关注企业家特征的影响，少有研究将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放到

统一的框架中开展分析（彭伟等，2022b）。社会创业是受制度和企业家特征共同作用的复杂过

程（刘志阳和庄欣荷，2018），仅关注制度要素或企业家特征的独立作用，无法深入认识影响社

会创业活跃度的多重因素和路径。此外，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

（Boudreaux等，2019）。一方面，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家会对相同的制度要素产生不同的认知、

理解和应对，导致制度要素所发挥的作用（如对社会创业的影响）可能因企业家特征而异；另一

方面，当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时，具有相同或类似特征的企业家制定的决策和采取的行动（如

社会创业相关决策和行动）也常大相径庭（Hörisch等，2017；Ye等，2022）。因此，必须将制度要

素和企业家特征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分析两者对社会创业的联动影响。第二，现有研究产生

了制度缺失观（institutional void）和制度支持观（institutional support），分别认为制度不完善会

鼓励社会创业以及完善的制度可以支持社会创业的开展，进而对制度要素对社会创业的影响

存在不同解释并得出对立结论（刘志阳和庄欣荷，2018）。企业家特征会影响两种观点的有效性

和解释力度，是两种观点的边界条件，必须加以考虑（Hörisch等，2017）。第三，国际创业比较研

究指出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对各国社会创业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但鲜有研究识别两者具体

驱动社会创业活跃度的路径，导致无法厘清各国社会创业活跃度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彭伟

等，2022b）。综上所述，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对社会创业活动的复杂影响

仍有待深入探讨（刘志阳和庄欣荷，2018；彭伟等，2022b）。
本文采用组态思维和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方法，探究制度

与企业家特征对社会创业的联动影响，力求发现提升社会创业活跃度的路径。具体而言，本文

采用Scott（2001）的规制（regulatory）、规范（normative）和认知（cognitive）三维框架，参考

Stephan等（2015）和彭伟等（2022b）的研究，关注政府行动主义（规制维）、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规范维）和创业教育（认知维）三个对社会创业有重要影响的制度要素。同时，参考Hockerts
（2017）和Ye等（2022）的研究，本文重点关注自我效能和失败恐惧这两个企业家特征，因为两

者不仅与社会创业高度相关，并且和制度要素产生互动影响（Saebi等，2019；Boudreaux等，

2019）。基于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等数据库，本文构建40个国家的样本数据，

分析发现：社会创业需要上述五个前因条件的联动匹配，五者无法独立成为高社会创业活跃度

的必要条件。本文进一步识别出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三种驱动路径：规制缺乏下的规范——自

我效能驱动型、规制缺乏下的认知——自我效能驱动型和规制支持下的认知——失败恐惧驱

动型。

本文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论贡献：第一，本文突破了以往研究仅关注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

征对社会创业独立影响的局限，分析两者对社会创业的联动影响，响应对社会创业前因开展

“整合性研究”的呼吁（彭伟等，2022b），有助于深入认识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要素和路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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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分析重要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对社会创业的联动影响，本文有助于调和制度缺失观

和制度支持观关于制度要素对社会创业影响存在的对立结论（刘志阳和庄欣荷，2018）。本文发

现两种观点的有效性依赖于企业家特征，并识别出两种观点的边界条件，为两种观点和研究结

论不一致提供了解释。第三，国际创业比较研究关注导致各国创业存在差异的原因（Terjesen
等，2016）。本文发现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创业活跃度驱动路径，有助于厘

清各国社会创业活跃度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丰富了国际创业比较研究。最后，本文发现有助

于政府部门认清驱动社会创业的路径，为其有效提升社会创业活跃度提供参考。因此，本文有

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  文献综述与模型构建

（一）社会创业活跃度

社会创业是以商业化形式解决社会问题及创造社会价值的创业活动（刘志阳和庄欣荷，

2018；彭伟等，2022a）。其兼顾经济利益与社会价值的创造，在减少贫困人口、降低不平等、实现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徐虹等，2020）。然
而，世界各国的社会创业发展状况却差异很大（Haugh等，2022）。例如，在秘鲁等国家，社会创

业高度活跃，在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波兰、摩洛哥等国家，社会创业活跃

度很低，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杨英等，2021）。因此，如何有效地提升社会创业活跃度就成为理论

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彭伟等，2022a）。
国际创业比较研究关注导致各国创业活动存在差异的原因（Terjesen等，2016；马鸿佳等，

2016），发现制度要素及企业家特征是导致各国创业活动（包括社会创业活动）存在差异的主要

原因（刘志阳和庄欣荷，2018；Canestrino等，2020）。因此，大量学者开始关注制度要素和企业家

特征对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在制度要素对社会创业的影响方面，目前衍生出两种对立的观

点：制度缺失观和制度支持观（刘志阳和庄欣荷，2018）。其中，制度缺失观认为，当缺乏相关制

度或者制度不完善导致政府解决社会问题能力有限时，亟待满足的社会问题与需求会激发社

会创业活动，提升社会创业活跃度（Hoogendoorn，2016）。相反，制度支持观认为完善的制度环

境能为社会创业活动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机会，进而促进社会创业活跃度的提升（彭伟等，

2022b）。两种观点都得到了研究的支持，进而产生了不一致的研究结论。例如，Estrin等（2013）
学者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制度缺失观，显示政府行动主义对参与社会创业产生负向影响；而

Stephan等（2015）学者的研究则指出，当政府行动主义较高时社会创业活跃度一般较高，实证

结果与制度支持观一致。导致两种观点对立和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两种观点的

有效性依赖于企业家特征，因为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家可能对制度环境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要求

（如有些企业家关注制度不完善导致的对社会创业的需求，而有些企业家强调制度不完善会增

加社会创业的风险），进而在社会创业活动方面存在差异。因此，为深入认识制度要素对社会创业

的影响，必须将企业家特征考虑进来，明晰制度缺失观或制度支持观的适用边界（彭伟等，2022b）。
另一方面，企业家特征也会对社会创业活动产生重要影响。部分学者从人口统计学特点出

发，分析创业者的年龄、性别、经历等对社会创业的影响（Estrin等，2016）。还有学者关注创业者

的心理特征和人格特点，发现自我效能、可持续性导向、亲社会动机、失败恐惧、同情等因素也

是影响社会创业的重要因素（Hockerts，2017；Sahasranamam等，2021）。同时，学者们还将企业

家作为一个群体，通过分析整个群体的特征来发现企业家特征对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如张

坤和张秀娥（2023）研究了群体的机会感知和失败恐惧与社会创业的关系。这些研究深入了对

企业家特征与社会创业关系的认识，但也都指出：企业家特征对社会创业的影响具有情境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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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如高度依赖企业家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因此，研究企业家特征对社会创业的影响作用

时，必须考虑制度要素可能的调节作用（Boudreaux等，2019）。
基于现有研究可以发现：社会创业是一个多元复杂的过程，是制度和企业家特征共同作用

的结果。一方面，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家会对相同的制度要素产生不同的认知、理解和应对，导

致制度要素对社会创业的影响可能因企业家特征而异。另一方面，由于面临制度环境的不同，

具有相同或类似特征的企业家在社会创业相关决策和行动上也常大相径庭（Hörisch等，2017；
Ye等，2022）。因此，提升社会创业活跃度必须考虑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的联动影响。然而，

现有研究更多地分析制度要素或企业家特征对社会创业的独立影响（Hockerts，2017；彭伟等，

2022b），很少将两者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不利于深入挖掘其中的因果关系。鉴于此，为深入探

究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本文响应“社会创业前因整合性研究”的呼吁，对制度和企业家

特征如何共同驱动社会创业活动开展研究，发现导致社会创业活跃度差异的多重并发因素和

复杂因果关系，进而识别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路径。

（二）模型构建

本文关注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对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共同影响，力求从组态视角构建多

重因素并发驱动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复杂机制。在具体变量选择方面，本文基于相关理论和现有

研究，选择重要的并具有代表性且对社会创业有显著影响的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开展分析。

在制度要素方面，本文基于Scott（2001）的规制、规范和认知三维制度框架，借鉴Stephan等
（2015）和彭伟等（2022b）的研究，选取政府行动主义（规制维）、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规范维）和

创业教育（认知维）三个对社会创业有重要影响的制度要素。在企业家特征方面，参考

Hockerts（2017）和Ye等（2022）的研究，本文将自我效能和失败恐惧这两个与社会创业高度相

关并会和制度要素产生互动的企业家特征纳入模型。综上所述，本文构建如图1所示的整合制

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的社会创业活跃度驱动模型，具体要素的详细阐述如下。
 
 

制度要素

企业家特征

失败恐惧自我效能

认知
创业教育

规制
政府行动主义

规范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组态匹配

社会创业活跃度

高社会创业活跃度

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

 
图 1    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模型

 

1.制度要素

（1）规制：政府行动主义

规制制度主要指促进或抑制特定行为的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等（Busenitz等，2000）。在社

会创业背景下，政府行动主义是最受关注的规制制度要素之一（Estrin等，2013；Hörisch等，

2017）。政府行动主义指政府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方式重新分配经济财富，进而向公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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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福利，反映了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Stephan等，2015）。关于政府行动主义和社会创业

的关系，制度缺失观认为有限的政府支持会促使人们通过社会创业对各种社会问题提供补充

性解决方案；而积极的政府参与则会减少社会问题进而降低社会企业需求，导致参与社会创业

的人减少从而降低社会创业活跃度（Estrin等，2013）。相反，制度支持观认为政府行动主义可以

为社会创业活动提供有形和无形的支持，对社会创业有促进作用，可以提升社会创业的活跃度

（Stephan等，2015）。目前，学者们对政府行动主义对社会创业活跃度起促进还是抑制作用仍存

在争议，导致这个争议的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其他因素可能会和政府行动主义共同发挥作用。

因此，本文将对政府行动主义与其他因素形成的组态进行研究，探究其影响社会创业活跃度的

路径。

（2）规范：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规范制度主要指群体持有的信念、价值观等存在于社会中的惯例性、义务性的标准（孙永

波等，2020），会对社会发展起指导作用。其中，价值观常被用来解释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动机，是

个人进行决策和行动选择（如社会创业决策与行动）的关键决定因素（杨英等，2021）。后物质主

义价值观由政治学家Inglehart（1997）提出，认为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群强调人权、生活质

量、生态环境和自我价值实现等“后物质主义价值”，对物质条件未表现出更高的满意度水平。

一个国家中持与社会创业一致价值观的人越多，就会有更越多的人参与社会创业活动，表现出

高社会创业活跃度（Stephan等，2015）。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社会创业有着亲社会性、包容性等

共同倾向，具有该价值观的人更容易被社会创业所吸引（Hechavarría，2016）。因此，后物质主义

价值观和社会创业活跃度之间存在正向的联系。但是，价值观作用的发挥也依赖于其他的因素

（Stephan等，2015）。为了深入地认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关系，也必须考虑

其他因素（如其他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的作用。

（3）认知：创业教育

认知制度指一个群体所广泛共享的知识和认知类型（Stephan等，2015）。与社会创业相关

的认知因素，主要反映在社会创业相关知识的普及程度上（程建青等，2019）。例如，在某些国

家，关于创建新企业的知识在公众中广泛传播，在另一些国家，公众甚至不知晓开办和管理一

家企业所需的基本步骤（Busenitz等，2000）。这就导致创业教育对社会创业活动有重要且显著

的影响（杨英等，2021）。高质量的创业教育体系有助于创业者更好地识别和利用社会创业机

会，增强创业信心，从而激发社会创业活力（Lim等，2016）。同样，商业模式设计和精益创业等

创业技能培训对激发社会创业也有显著影响（Åstebro和Hoos，2021）。因此，创业教育可能对社

会创业活跃度有重要作用，需要重点关注。

2.企业家特征

（1）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是个人对自己成功完成预期行为能力的评价，企业家自我效能是企业家对其实

现创业成功能力的信念（Boudreaux等，2019）。为了确保创业成功，企业家需要具备实现目标的

能力和信念，因此自我效能被广泛认为是创业意向和行为的重要先决条件（Wilson等，2007）。
社会创业相较商业创业蕴含着更高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性，因此社会创业者更加需要具备自我

效能，使得自我效能对社会创业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Gupta等，2020；徐虹等，2020）。相应的，

在国家层面，企业家群体中具有自我效能者的比例越高，该群体开展社会创业的比例也会越

高，进而产生更高的社会创业活跃度（Hockerts，2017）。同时，现有研究发现自我效能会影响创

业者对制度环境的感知和反应，会与制度要素产生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创业活动（Ye等，2022）。
因此，在分析自我效能与社会创业的关系时，需要考虑制度要素可能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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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失败恐惧

创业活动与不确定性、风险承担密切相关，而且具有高失败率特征（Ye等，2022），使得失

败恐惧也是企业家的一个关键特征。企业家的失败恐惧被定义为其在从事创业活动时感知的

失败风险（Wyrwich等，2016）。当企业家认为创业失败可能性较高时，采取创业行动的可能性

较低，使得失败恐惧成为社会创业的重要影响因素（Morgan和Sisak，2016）。在国家层面，企业

家群体中具有失败恐惧特征的企业家比例越低，该群体开展社会创业的比例会越高，进而产生

更高的社会创业活跃度（张坤和张秀娥，2023）。同时，失败恐惧对社会创业的影响与企业家所

面临的制度环境高度相关，因为不同的制度环境会导致企业家对社会创业失败的可能和后果

产生不同的评价，进而调节失败恐惧与社会创业的关系（Boudreaux等，2019）。因此，本文将失

败恐惧作为重要的企业家特征，探究不同条件组合中失败恐惧对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三、  研究方法

（一）QCA方法

QCA方法以集合论和布尔运算为基础，包含“并发因果关系”“等效性”和“非对称性”三个

假设，在管理学领域分析复杂因果关系时被广泛使用（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本文选择该方

法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QCA方法可以探索多个前因条件的互动关系及联合效应，能

够识别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多条等效路径。另一方面，本文样本规模与QCA方法匹配，可

以保留案例的独特性与深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外部效度（程建青等，2019）。在具体分析方

法上，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可以比其他

QCA方法更完整地捕捉不同水平前因条件变化的微妙影响（张明等，2019）。因此，本文采用

fsQCA方法，探究多个前因条件如何相互作用、联动匹配，共同激活社会创业。

（二）样本与数据

本文数据源于全球创业观察2013—2015年调查报告、全球创业观察2015年社会创业专题

报告、美国传统基金会2014年报告和世界价值观调查等数据库。本文以全球创业观察2015年社

会创业专题报告为基础，结合全球创业观察数据、美国传统基金会数据和世界价值观调查数

据，剔除数据缺失样本，最终样本数量为40个。样本中既有社会创业活跃度高的国家（如秘鲁、

哥伦比亚等），也有社会创业活跃度低的国家（如波兰、韩国、巴西等），有较大异质性，有利于得

到不同路径组合，挖掘有推广性结论。全球创业观察社会创业专题报告目前只有2009年和

2015年数据。我们选择2015年社会创业数据作为结果测量。参照以往研究（Stephan等，2015；杨
英等，2021），我们选取2014年美国传统基金会报告数据、第五次（2005—2009年）和第六次

（2010—2014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平均值、全球创业观察2013—2015年数据均值来构建其

他变量的度量数据。

（三）测量与校准

1.结果测量

社会创业活跃度采用全球创业观察中社会创业活动的广义衡量标准，广义的社会创业活

动是指具有特定社会、环境或社区目标的任何活动、组织或倡议。具体而言，本文研究处于初创

阶段的社会创业活动，因此本文采用目前正试图启动社会创业活动的人群占调查人口的比例

衡量社会创业活跃度。变量数据来源于全球创业观察2015年社会创业专题报告。

2.前因条件测量

政府行动主义采用政府活动规模衡量，并遵循已有研究将美国传统基金会原有指标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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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府支出与GDP比率（Estrin等，2013）。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用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人群的比

例测量，采用Inglehart（1997）后物质主义指数，数据从世界价值观调查获取。创业教育包括创

业基础教育和创业高等教育，数据源于全球创业观察报告。自我效能和失败恐惧采用指标所占

百分比测量，分别为具备创业所需知识技能人群比例和害怕失败从而阻碍创业人群的比例，数

据均源于全球创业观察报告。

3.变量校准

参照已有研究，本文选取样本数据的上、下四分位数作为“完全隶属”和“完全不隶属”的锚

点（杨英等，2021），交叉点用样本中位数（孙永波等，2020）。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校准规则取

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非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和校准锚点见表1。 

四、  结果分析

（一）必要条件分析

在组态分析前，需要对单个条件进行

必要性检验。当某个条件总在结果发生时

出现，该条件就是结果的必要条件。必要条

件通过一致性是否高于0.9判断，若高于

0.9则认定为必要条件（Ragin，2008）。表2
展示了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检验结

果，发现：影响高社会创业活跃度或非高社

会创业活跃度的各前因条件一致性均低于

0.9，都不构成必要条件。这意味着单个前

因条件对社会创业活跃度的解释力较弱。

因此，本文将各前因条件纳入组态分析，探

索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和非高社会创业

活跃度的条件组合。

（二）组态分析

● 

借鉴已有研究并结合样本数量，本文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PRI一致性阈值为0.75，案
例频数阈值为1（Fiss，2011；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fsQCA分析会得出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

解三类。同时出现在简约解和中间解中的条件为核心条件，对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只出现在中

间解的是边缘条件，起辅助贡献。呈现结果时， 表示条件存在， 表示条件不存在，空白表示

前因条件对结果无关紧要；大圆表示核心条件，小圆表示辅助条件。

组态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路径有三种，无论单个解还是总体解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和校准锚点

前因条件和结果
描述性统计 校准锚点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社会创业活跃度 3.075 2.605 0.200 10.100 4.150 2.250 1.325
政府行动主义 34.943 10.876 14.630 55.100 44.008 34.503 26.710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10.750 6.988 0.900 27.250 16.500 10.350 4.650
创业教育 2.380 0.392 1.495 3.247 2.566 2.435 2.154
自我效能 48.498 11.648 27.755 73.110 59.050 47.383 39.658
失败恐惧 39.898 7.710 27.627 58.403 44.776 38.960 33.356

 

表 2    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性检验

前因条件
结果

高社会创业
活跃度

非高社会创业
活跃度

政府行动主义 0.513 0.599
~政府行动主义 0.611 0.520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0.573 0.440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0.503 0.632

创业教育 0.643 0.432
~创业教育 0.438 0.646
自我效能 0.582 0.548
~自我效能 0.554 0.582
失败恐惧 0.490 0.623
~失败恐惧 0.621 0.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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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性水平都远高于可接受的最低标准0.75，说明三种组态均为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充分

条件组合。组态的总体解覆盖度为0.513，解释了半数以上高社会创业活跃度产生的原因。造成

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路径有两种，均有良好的一致性与覆盖度，两种组态构成了非高社会创

业活跃度的充分条件，解释了约35%的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产生的原因。
 
 

表 3    社会创业活跃度的组态分析

前因条件
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组态 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组态

H1 H2 H3 NH1 NH2
H3a H3b NH2a NH2b

政府行动主义   ● ●  ● ●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 ●  

创业教育 ● ● ●   
自我效能 ● ●  ● ●
失败恐惧   ● ● ● ●

一致性 0.901 0.917 0.939 0.907 0.869 0.887 0.870
覆盖度 0.267 0.209 0.245 0.185 0.201 0.187 0.202

唯一覆盖度 0.079 0.022 0.071 0.007 0.125 0.019 0.034
解的一致性 0.916 0.896
解的覆盖度 0.513 0.346

 

本文结果显示，激发高社会创业活跃度有三种路径：规制缺乏下的规范—自我效能驱动

型、规制缺乏下的认知—自我效能驱动型和规制支持下的认知—失败恐惧驱动型。同时，结果

表明，有两种组态会引致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具体组态结果阐述如下。

1.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路径

（1）规制缺乏下的规范——自我效能驱动型路径。组态H1指出：以非高政府行动主义、高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高自我效能为核心条件，互补非高失败恐惧为边缘条件的组合可以产生高

社会创业活跃度。此路径表明：在政府较少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方式重新分配经济财富向公

民提供公共福利而导致规制缺乏的情况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这一规范制度会营造良好社会

创业氛围。当企业家群体在具备较强的自我效能而且较少恐惧失败时，该群体中会有较高比例

的人员开展社会创业活动，进而形成较高的社会创业活跃度。此组态的典型案例是秘鲁。秘鲁

人追求工作中的独立、认同和支持，与强调自由、自立、自我实现而非生存和物质条件满足的后

物质主义价值观相一致。同时，该国企业家群体具备较高的自我效能和较低的失败恐惧。但是，

该国政府在提供公共福利方面相对较弱（低政府行动主义）。在该国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烈的

规范环境中，该国有较高比例的企业家积极进行社会创业，来解决政府没有或无力解决的社会

问题。相应的，在全球创业观察2015年社会创业专题报告的58个经济体中，秘鲁初创期社会创

业活跃度得分最高。

（2）规制缺乏下的认知——自我效能驱动型路径。组态H2指出：以非高政府行动主义、高

创业教育、高自我效能和非高失败恐惧为核心条件的组合，也可以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此

路径表明：当一个国家政府行动主义水平较低导致规制制度缺乏，但是开展了良好的创业教

育，并且企业家群体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又不存在失败恐惧时，该国也会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

度。此组态的典型案例是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拥有较为完善的创业教育体系。例如，在创业基础

教育方面，哥伦比亚安蒂奥基亚省设立了80个创新教育园区，以提高青少年自主创业能力；创

业高等教育方面，2021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收录的556所商科顶尖高等院校中，哥伦比亚占

11所，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拉美国家。哥伦比亚良好的创业教育，结合具有较高自我效能又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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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败恐惧的企业家群体，使得社会创业活动积极展开来解决社会问题与需求，弥补政府在解

决社会问题与需求方面的不足，进而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

通过组态H1和H2可以发现，自我效能在两组态中均出现且发挥核心作用，失败恐惧在两

组态中均未出现，说明企业家特征对社会创业活跃度有重要影响。同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这

一规范制度与创业教育这一认知制度都可以对社会创业产生支持作用，支持企业家群体积极

地进行社会创业来解决政府没有或无力解决的社会问题。该结论说明：当一国政府解决社会问

题能力有限时，如果规范或认知制度能营造支持社会创业活动的良好氛围，结合具备较高自我

效能以及较低失败恐惧的企业家群体，该国就可以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因此，组态H1和
H2不仅支持了制度缺失观，更发现该观点的边界条件：当社会氛围支持且具备开展社会创业

能力时，制度缺失会引致更多的社会创业活动，进而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

（3）规制支持下的认知——失败恐惧驱动型路径。H3a和H3b路径表明：以高政府行动主

义、高创业教育、高失败恐惧为核心条件，互补高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或非高自我效能为边缘条

件的组合，也可以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该路径说明：无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自我效能是

否强烈，在良好的规制和认知制度条件下，即在政府努力解决社会问题、创业教育状况良好的

情况下，即使企业家存在失败恐惧也会激发活跃的社会创业活动。此组态的典型案例是爱沙尼

亚。爱沙尼亚全名是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曾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该国政府致力

于解决社会问题，在政府行动主义方面有较高的得分。同时，爱沙尼亚是全球对初创企业最友

好的国家之一，重视开展创业教育。此外，爱沙尼亚历史上多次被他国吞并，使得人民悲观情绪

较为强烈，也导致该国年轻人希望通过创业摆脱受制于人的命运。以上各方面因素的共同作

用，使爱沙尼亚成为全球企业家活跃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在社会创业活跃度方面也有较高的

得分。

通过规制支持下的认知——失败恐惧驱动型路径可以发现：在政府大力支持及提供良好

创业教育条件下，即使企业家群体具有较高的失败恐惧特征，该群体中也会有较高比例的人投

身社会创业。该发现符合制度支持观的看法，也就是完善的制度环境能为社会创业活动提供更

多的资源和机会，进而促进社会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为制度支持观提供了支持（Stephan等，

2015）。同时，该发现识别了制度支持观的边界条件：在企业家群体存在较高的失败恐惧等特征

时，政府不仅要积极对社会创业提供直接支持，更需要为社会创业活动提供间接支持（如提供

创业教育），这样才能保证制度支持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比较上述激发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三种路径我们还发现：路径H1的覆盖度最高，说明较

多案例通过该路径引发高社会创业活跃度。同时，无论政府行动主义这一规制制度存在与否，

都需要有规范制度、认知制度和企业家特征进行匹配，形成整体组合来促进社会创业。规范制

度和认知制度在形成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组态中不可或缺，说明对社会创业活动而言，群体的知

识文化和价值观极为重要，能够产生深层次、强有力的影响。

2.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路径

组态NH1表明：无论企业家群体的自我效能高不高，当政府没有或没能力有所作为、创业

教育不完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不存在且企业家群体对失败存在恐惧时，社会创业活动会受到

抑制。该组态容易理解，即当制度要素不支持社会创业，企业家群体也相对消极时，该国家很难

激活社会创业活动。此组态典型案例有越南、韩国、保加利亚等国。

组态NH2的核心条件是高政府行动主义、非高创业教育和高自我效能，表明认知制度不完

善对社会创业活动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也就是说，在创业教育缺失的情况下，即使政府积极

参与解决社会问题，企业家群体也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该国也不能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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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面由于积极的政府参与会减少社会问题和需求，降低社会创业的动机；另一方面，创业

教育缺乏导致人们无法获得创业所需的知识技能，不利于识别创业机会和实施创业活动，更反

映了该国的认知制度对社会创业的支持较弱。因此，即使企业家群体存在较高的自我效能，参

与社会创业的比例也会较低。具体而言，组态NH2包含两个子组态。子组态NH2a代表案例有波

兰、突尼斯、摩洛哥等国，子组态NH2b的代表案例有巴西、斯洛文尼亚等国。比较两个子组态可

以发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缺乏与失败恐惧在解释非高创业活跃度时存在替代关系。

比较NH1、NH2a、NH2b路径的覆盖度，我们发现上述路径覆盖度相差不大，说明抑制社会

创业的路径较为多样化。路径NH1有较高的唯一覆盖度，说明可以由NH1路径进行唯一解释的

案例数最多。对比上述路径我们发现创业教育均未出现且都发挥核心作用，说明只要缺乏创业

教育就有可能会抑制社会创业活动。这表明国家想要激活社会创业活动，首先要提升人们对社

会创业的认知，为社会创业营造良好的认知环境。

最后，我们通过比较产生高与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所有组态发现：影响社会创业活跃度

的原因具有非对称性，产生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路径并不是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路径的

对立面，制度条件与企业家特征的不同组合会带来多种结果。同时，无论政府行动主义存在与

否，都有可能导致高或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因此规制制度与社会创业活动间不是简单的线性

关系，而需要与规范、认知制度及企业家特征相匹配，形成组态共同影响社会创业活跃度。此

外，规范制度和认知制度对社会创业活跃度有重要影响，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路径都包含

良好的规范或认知制度；相反，如果缺乏规范制度和认知制度，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社会

创业。 

五、  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40个国家的样本数据，应用fsQCA方法，整合制度与企业家特征相关的五个前因

条件，识别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路径，得出以下结论：

1.单个前因条件无法成为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社会创业需要制度要素与

企业家特征两个方面前因条件的联动匹配。该结论说明规制制度并非具有特定的积极或消极

影响，而是需要与其他条件匹配形成组态，才能共同激发社会创业活跃度。

2.高社会创业活跃度有三种驱动路径，即规制缺乏下的规范——自我效能驱动型、规制缺

乏下的认知——自我效能驱动型和规制支持下的认知——失败恐惧驱动型。这些路径反映了

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产生具有“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的特点。

3.产生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路径有两种，且与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路径存在因果

非对称关系。其中，规范制度和认知制度缺失会抑制社会创业活动，说明人们的价值观和知识

文化会对经济活动产生深远且有利的影响，在社会创业过程中不可或缺。

（二）理论贡献

本文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论贡献，具体说明如下：

1.本文突破了以往研究仅关注制度要素或企业家特征对社会创业独立影响的局限，分析

两者对社会创业的联动影响，响应对社会创业前因开展“整合性研究”的呼吁（彭伟等，2022b），
有助于深入认识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要素和路径。由于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存在相互影

响的关系，两者必然会共同作用影响社会创业，需要将两者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本文通过构

建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共同影响社会创业活跃度的模型，探究相关因素对社会创业活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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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动影响。研究发现制度要素会与企业家特征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社会创业活跃度，揭示了

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要素和驱动路径，有助于深入理解高社会创业活跃度产生的条件。同

时，本文的组态研究突破了以往研究侧重分析单个要素对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净效应的局限，考

察制度要素与企业家特征耦合关系对社会创业的塑造作用，识别了影响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复

杂因果机制和条件间的替代关系，加深对“制度—企业家特征组态”与社会创业间“殊途同归”
“多重并发”和“非对称性”等复杂关系的认识，为分析和理解社会创业问题提供更细粒度的

指导。

2.本文分析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对社会创业的联动影响，有助于调和制度缺失观和制

度支持观关于制度要素对社会创业影响存在的对立结论（刘志阳和庄欣荷，2018）。具体而言，

本文发现的组态H1和H2不仅支持了制度缺失观，更发现该观点的边界条件：当社会氛围支持

且具备开展社会创业能力时，制度缺失会引致更多的社会创业活动，进而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

度。本文发现的组态H3也有助于识别制度支持观的边界条件。同时，本文的发现也可以解释现

有研究结论的不一致问题。例如，Estrin等（2013）和Stephan等（2015）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出政

府行动主义对社会创业的相反影响，本文发现表明这是因为政府行动主义与社会创业间不是

简单的线性关系，并非具有特定的积极或消极影响，而需要与其他条件匹配形成组态共同激发

社会创业。总之，本文的发现指出制度缺失观和制度支持观的有效性依赖于企业家特征，并识

别出两种观点的边界条件，为两种观点和研究结论不一致提供了解释，更为后续分析制度要素

对社会创业的影响提供有益的理论认识。

3.本文发现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创业活跃度驱动路径，有助于厘清

各国社会创业活跃度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丰富了国际创业比较研究。本文发现高社会创业活

跃度有三种驱动路径，每种路径都有典型的国家案例。同时，产生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路径

有两种，也都有典型的国家案例。这些路径为不同国家所具有的不同社会创业活跃度提出了明

确解释，有助于说明这些国家社会创业存在差异的原因，进而回答国际创业比较研究关注的核

心问题：为什么各国创业活动存在显著差异（Terjesen等，2016）。同时，相对于目前国际创业比

较研究更多的是独立分析制度要素或企业家特征导致的各国创业活动差异，本文识别了关键

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的联动效应，识别了两者形成的可以激发或者抑制社会创业活跃度的

组态，可以更好地解释各国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差异。因此，本文研究对国际创业比较研究也有

贡献。

（三）管理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部门认清驱动社会创业的路径，为其有效提升社会创业活跃度

提供参考。具体的建议如下：

1.不同国家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因地制宜，寻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创业驱动路径。本文

发现，高社会创业活跃度是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以我国为例，党

和政府高度重视减少贫困、生态保护等社会问题，制定了很多有利的政策措施，为社会创业提

供机会与支持。为了使这些政策措施更好地发挥作用，我国还应该完善创业教育体系建设，同

时激发企业家群体的积极作用，形成合力，更好地提升我国社会创业的活跃度。

2.政府部门要重视规范制度和认知制度在激发社会创业中的作用。本文表明，规范制度和

认知制度会对社会创业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政府部门不仅要提倡亲社会的企业家精

神，倡导自我实现、生态保护等后物质价值观念；还要增强对社会创业的认知，建立健全创业教

育体系，普及创新创业知识、教授创业技能，增加人们参与社会创业的意愿与能力，进而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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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社会创业的活跃度。同样，为了更好地提升我国社会创业的活跃度，我国政府不仅需要进

一步完善创业教育体系，也应当注重营造创业环境与氛围，使得更广大的群体认识社会创业的

价值、识别社会创业的机会、具备开展社会创业的能力，进而投身到社会创业活动中，提升我国

整体的社会创业活跃度。

（四）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之处以及相关拓展方向。

首先，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本文采用的2015年社会创业数据是目前可获得的最新数

据。后续研究可以考虑对社会创业开展新的调查或者开发新的数据，以更好地反映最新的社会

创业状况。同时，本研究受数据所限尚未考虑各因素随时间的动态变化，未来随着数据的丰富

可通过时序QCA等方法探讨多重因素联动影响社会创业的动态演化机制。

其次，由于案例数量的限制，本文采用五个前因条件。除了这五个前因条件，还有其他条件

也会对社会创业产生影响，例如正式制度方面的市场化指数、营商环境等，非正式制度方面的

集体主义、传统文化、未来导向等，外部环境方面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经济要素方面的市

场规模、经济发展程度等，企业家特征方面的亲社会动机、先前经验等多种要素。后续研究可基

于制度理论、资源基础理论、资源依赖理论、高阶理论、注意力基础观等多种理论视角将更多因

素纳入分析框架，尤其是通过多种理论的融合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作用，进一步加

深对社会创业驱动要素和路径的认识。

最后，本文在国家层面开展分析，对企业家特征的研究也是在国家层面分析该群体的特

征。后续研究可以采用跨层分析等方法在国家、区域、个体等多个层面开展，把制度要素与企业

家特征更好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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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Entrepreneur
Characteristics Affect Soci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 Research Based on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Zhang Qidi,  Yu Ruixiao,  Su Zhongfeng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Summary: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s influenced by both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entrepreneur-
specific attributes. This study integrates five antecedent conditions related to institutions and
entrepreneur characteristics (government activism, post-materialism values,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self-efficacy, and fear of failure). Leveraging sample data from 40 countries, the fsQCA method i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these factors on the level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The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No single antecedent condition serves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chieving high level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Instea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hrives when all five antecedent conditions are synergistically aligned. (2) Three
pathways lead to high level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the norm-self-efficacy-driven pathway
without regulatory support, the cognition-self-efficacy-driven pathway without regulatory support, and
the cognition-fear-of-failure-driven pathway with regulatory support. (3) Two pathways result in non-
high level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indicating a causal asymmetry between high and non-high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paths. This paper transcends previous research limitations that focused
solely on the independent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elements and entrepreneur characteristics o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t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riving factors and pathways influencing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levels, better explains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levels, and provides guidance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iming to enhanc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Key words: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stitutional factors;  entrepreneur characteristics;  QCA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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